
《和孩子一起断舍离》是断
舍离创始人山下英子所著的通
俗心理读物。断舍离并不是单
纯的“整理术”，而是帮助孩子以
现在的自己为中心，直面物品、
事物、他人，思考、选择、判断，剔
除不需要、不适合、不舒服的部

分，树立自我反省的意识，帮助
孩子顺利通过人生的第一关
——学习和考试。在这个过程
中，父母要尊重孩子的意见，理
解彼此的差异和改变，从而构
建和谐、幸福的亲子关系。
融媒记者 胡锦 整理

《让光透进来

》

一级作家、知名心理咨询
师毕淑敏的幸福心理学，深度
解析幸福究竟是什么，通过自
我测评量化幸福，学习获得幸
福的能力。
这是一本教你如何悦纳
自我、找回幸福之书。作者结

合她的人生经验和心理咨询
成果，从心理学、医学、人文科
学的角度，解答如何应对自卑
等心理，引导读者构建自己的
幸福体系、重塑稳定内核，达
到一种生活松弛、内心坚定、
生命舒展的状态。

《和孩子一起断舍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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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渊源与治理智慧的耦合
浙东学派自宋代永嘉、永康事功之

学发轫，经明代王阳明心学发展，至明清
之际黄宗羲等学者发展为经史学派，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派始
终强调“经世应务”与“知行合一”，反对
空谈性理，主张学术研究必须服务于社
会现实。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
“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
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明确主张学
术研究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归宿。这种
务实致用的思想传统，与当代基层治理
的实践逻辑不谋而合。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治理的典范，
其核心在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通过群
众自治化解矛盾，实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一理念与浙
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一脉相
承。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专
制、倡导民权，其“工商皆本”思想更是突
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局限，体现了务实
的经济观。这种思想与现代基层治理中
通过法治、乡情、经济等手段调解社会矛
盾的做法形成呼应，如“龙山经验”中通
过诉前调解、讼源治理等方式，将矛盾化
解在基层。
“龙山经验”强调“党建引领、三治融
合、法庭指导”，以法治手段强化源头解
纷，把矛盾化解在诉前。这一做法体现
了浙东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创
新精神在“龙山经验”中得到了延续，通
过调解程序前置、示范裁决调解等机制
实现“纠纷分级调”，是对南宋永康学派
“无讼”“少讼”治理文化的现代转化。
“浦江经验”通过领导下访接访，变
被动为主动，实现信访闭环管理。这一
做法与浙东学者章学诚主张的“立言期
有补于世”一脉相承，体现了治理主体从
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的转型。章学诚在
《文史通义》中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
空言著述也”，认为学术研究必须有益于
社会治理。这种思想在“浦江经验”中得
到了实践，通过领导下访、主动纾困，实
现了信访工作的根本性转变。
“后陈经验”通过村务监督，规范村
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行为。
这一做法体现了浙东学派“民本务实”的
思想。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强调治理应以民意为本。王阳明提倡
“致良知”，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
和谐。这些思想在“后陈经验”中得到了
体现，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化建
设，实现村级权力的有效制约和村民自
治的深化。

浙东学派对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民本思想与基层自治的深化
浙东学派的核心精神之一是“民为

邦本”。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到黄宗羲
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浙东学者始终强
调治理应以民意为本。王阳明提出“知
行合一”，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和

谐。黄宗羲则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强调治理必须以民意为依归。这种民本

思想与“枫桥经验”中依靠群众化解矛

盾、“龙山经验”中三治（自治、法治、德

治）融合高度契合。

当前，可借鉴浙东学派的民本理念，

进一步推动基层自治组织的制度化建

设。例如，可以完善街道议政会、知名人

士参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基层自治组织，

使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同

时，可以利用数字化工具提升群众参与

治理的便捷性与广泛性。如“司法公正

在线”平台、人大代表督政平台等数字化

工具，可以使群众更加便捷地参与治理

过程，实现治理的民主化和透明化。

此外，浙东学派的民本思想还可以

为基层自治提供文化支撑。王阳明的

“致良知”思想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可以

通过道德教化提升基层群众的自治能

力。黄宗羲的“天下为主”思想则可以为

基层自治提供理论依据，使基层群众真

正成为治理的主体。

经世致用与多元解纷机制的构建
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学术

研究需解决实际问题，倡导“实事实

功”。万斯同的《儒林宗派》以图表形式

梳理学术史，章学诚革新方志编修方法，

均体现了方法论上的创新。这种务实精

神可为当代治理提供借鉴。

例如，“龙山经验”通过调解程序前

置、示范裁决调解，人大代表联络站“解

纷+救济”等机制实现“纠纷分级调”，正

是对传统“无讼”“少讼”治理文化的现代

转化。这种多元解纷机制的构建，体现

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精神。通过调

解程序前置，将矛盾化解在诉前，既减少

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又提高了纠纷解决

的效率。

“浦江经验”通过数字化平台打通信

访闭环，则体现了“规则数字化、数字智能

化”的治理创新。这种创新与浙东学派的

方法论创新一脉相承。章学诚在方志编

修中注重方法的创新，提出了“志属信史”

的观点，强调方志编修必须实事求是。这

种精神在“浦江经验”中得到了延续，通过

数字化平台实现信访工作的闭环管理，提

高了信访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

未来，可以进一步借鉴浙东学派的

务实精神，构建更加完善的多元解纷机

制。例如，可以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解纷资源，形成相互

衔接、相互配合的解纷体系。同时，可以

利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解纷

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

礼法结合与德治法治的融合
浙东学派中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礼

学研究强调“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主张

礼法并重以规范社会秩序。这与现代治

理中“法治为基、德治润心”的理念相通。

黄式三在《礼书通故》中详细考证了古代

礼制，黄以周则提出了“礼学即理学”的观

点，强调礼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

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在现代治理中
得到了实践。例如，嘉兴南湖学院家风
馆、永康西溪家风馆等将礼学文化融入
清廉家风建设，通过“礼”的教化功能弥
补刚性法律的不足，为基层治理注入文
化软实力。家风馆通过展示传统家规家
训，开展家风教育活动，提升了基层群众
的道德素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武义“后陈经验”中村务监督

委员会的设立，亦是对“权力接受约束、
事务全面公开”的礼法精神的实践。村
务监督委员会通过对村级事务的监督，
确保了村级权力的规范运行，体现了礼
法结合的思想。这种制度设计既强调了
法律的刚性约束，又注重了道德的软性
教化，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的融合。
未来，可以进一步挖掘浙东学派的

礼法思想，推动德治与法治的深度融
合。例如，可以将传统礼文化融入现代
法治建设，通过道德教化提升法律的遵
守程度。同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形成刚柔相济
的治理格局。

文化资源赋能治理转型的路径
以“知行合一”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
浙东学派强调“实德”与“实功”、“知”

与“行”的统一，这与数字化治理中“数据
驱动决策”的理念相呼应。王阳明的“知
行合一”思想强调知识与行动的统一，认
为真知必能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这种思
想在数字化治理中得到体现，通过数据驱
动决策，实现知识与行动的统一。
金华法院通过“智钮”管案平台实现

“一屏看全市，一网管全程”，正是将规则
数字化与治理实践结合的范例。该平台
通过整合全市法院的案件数据，实现了对
案件全程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提高了司法
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这种做法体现了
“知行合一”的思想，通过数据驱动决策，
实现了司法工作的精细化和智能化。
未来，可进一步挖掘浙东学派“经史

合参”的方法论，构建历史案例数据库，辅
助矛盾风险预测。浙东学派注重经史研
究，强调通过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可以
借鉴这种方法论，构建历史案例数据库，
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预测当前社会矛
盾的风险点，为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同时，可以借鉴黄宗羲“工商皆本”

思想，推动数字经济与基层治理的深度
融合。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强调工
商业的重要性。在数字化时代，可以通
过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基层治理的智能
化水平。例如，可以通过电商平台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基层
治理的效率。
以“经世应务”完善治理共同体建设
浙东学派注重学术与社会的互动，

如陈亮强调“随事著功”投入商业实践，
黄宗羲创办甬上证人书院、章学诚参与
地方志编修，均体现了学者与社会的深
度协作。黄宗羲通过书院教育培养人

才，章学诚通过方志编修服务地方治理，
都是学术与社会互动的典范。
当代可借鉴此模式，推动“高校——

政府——社区”联动。例如，舟山市将
“两黄”文化编入乡土教材，并建设礼学
馆作为研学基地，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治
理教育的结合。通过将浙东学派的文化
资源融入教育体系，可以提升基层群众
的文化素养和治理能力。
此外，可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群体参与调解，形成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浙东学派强调“经世应务”，注重学术与社
会的互动。可以借鉴这种精神，推动多元
主体参与治理，形成治理共同体。例如，
可以通过乡贤参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组织
形式，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提升
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以“批判精神”优化制度设计
浙东学派的批判性思维可为制度创

新提供思想资源。陈亮对南宋朝庭沉
奄、风痹之风的批判，章学诚对伪史学的
批判，黄宗羲对专制制度的批判，都体现
了浙东学派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
可以为现代制度创新提供借鉴。
例如，针对司法建议“重数量轻质

量”的问题，有些法院通过“晾晒比拼”机
制强化落实，正是对形式主义的反思。
这种做法体现了浙东学派的批判精神，
通过对现有问题的批判，推动制度的优
化和创新。
未来需进一步发扬这种批判精神，

在基层治理中建立动态评估机制，避免
制度空转。可以通过建立第三方评估机
制，对基层治理制度进行定期评估，发现
问题并及时调整。同时，可以通过公众
参与，增强评估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确保
制度有效运行。

结语
浙东学派的文化资源并非静态的历

史遗产，而是动态的治理智慧库。从“枫
桥经验”的群众路线到“浦江经验”的主
动服务，从“龙山经验”的法治实践到“两
黄”礼学的德治教化，浙东学派的“经世
致用”“民本务实”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这种精神不仅是浙江地域文化的精髓，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

要深入挖掘浙东学派的文化资源，实现传
统治理智慧的现代性转化。通过文化赋
能、制度创新、技术支撑三位一体的路径，
将浙东学派的思想精髓转化为治理现代
化的内生动力，为实现“中国之治”提供更
具地域特色与文化深度的浙江方案。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浙东学派

文化资源的研究和挖掘，推动其与当代
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需要通过
制度创新和技术应用，将浙东学派的治
理智慧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实践，提升治
理的现代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有机结合，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浙东学派文化资源与治理
现代化转型的耦合性思考

□章锦水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与当代治理实践的结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浙东学派作为发轫于宋、兴
盛于明清的重要思想流派，不仅是浙江地域文化的核心代表，更是中国实学思想的重要一脉。其“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民本务实”等思想内核，
与当代以“枫桥经验”“龙山经验”“浦江经验”“后陈经验”等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形成了深刻的契合性。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
如何以浙东学派的文化资源为根基，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性转化，赋能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展开深度思考。


